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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砺波护

自7世纪遣隋使、遣唐使以来,到19世纪末,中国一直作为日本的憧憬和楷模。

当时东亚的广大地区都属于汉字文化圈。如今,这个文化圈只有中国和日本,朝鲜

半岛和越南已经不再使用汉字。日本从1995年开始,每年的12月12日在位于京

都市东山区的著名世界遗产清水寺举办“今年的汉字”发布活动。主办方是总部设

在京都的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这个机构每年都要向民众征集问卷,答卷者选

择一个适当的汉字来表现当年的社会态势。这项活动目前已成为年末的一个社会

关注景点。2011年对于日本来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日本国民在战胜特大地震、

海啸、核泄漏以及台风造成的各种严重灾害过程中,深深感悟到人与人、人与社会、

国与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重要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2011年底,

根据市民投票的结果,最终选用了汉字“绊”作为这一年的象征性文字①。胡宝华教

授的力作《20世纪以来日本中国史学著作编年》,是一部关于上个世纪初期以来日

本出版发行的具有代表意义的中国史学著作解题书目,这部著作恰好具有像“绊”

字一样的纽带功能,是一项将中日两国学术界联系到一起的学术成果。

自从1960年春,我在京都大学提交毕业论文《关于唐宋变革与使职》以来的半

个多世纪,一直在研究隋唐时代的中国历史。借这个机会,我想陈述一下尊敬的隋

唐史研究前辈唐长孺先生和张广达、张泽咸两位先生对日本的中国史学研究所给

予的评价。

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日本和中国尚未邦交,1972年两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

① 日语“絆”的含义有几种,这里表现的是“纽带、联接”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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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此后数年,历经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日中间的学术交流终于提到

了正常的议事日程。1980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设置了外国人客员教授的

新职位,最初受到邀请的是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关于这次邀请的原委,在拙文

《唐长孺先生在京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1辑———唐长孺教授逝世十周

年专辑,2004年)中有详细叙述。唐先生在洛中(京都),每天都要阅览日本学者的

著作,对于重要的论文,出于个人以及学生的需要,全部复印带回了国内。唐先生

对日本学界所给予的深切关注,在诞辰百年上梓的《唐长孺文集》8册(中华书局,

2011年)中,随处都可以感觉到。

唐长孺先生访日后的第二十五年,接受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同样待遇邀

请的是来自巴黎的张广达先生。张先生这次访日回国后,邮寄送给我一套他的文

集(《张广达文集》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在第一册《史家史学与现代

学术》的“自述”中,收录了《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一文。这是一篇原载于《学林春

秋三编》上(朝华出版社,1999年)的自传文章。文中,张先生回顾了自己1978年47
岁开始在北京大学正式走上讲台,讲授中国通史和隋唐至两宋历史的经历。他说:

就是这样,年近半百,已成二毛的我,终于选择了隋唐、中亚为研究对象。

受陈寅恪先生的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关系说的启示,我将隋唐与

中亚史结合在一起;受内藤虎次郎的中国近代始自唐宋之际说和堀敏一的中

国各地可能分头发展的最后一次机会是五代十国时期说的影响,我把研究重

点放在了晚唐五代。

在该书的“学术史”部分,在与王国维有关的两篇文章后,收录了《内藤湖南的唐宋

变革说及其影响》一文,这是原载于《唐研究》第11卷“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

秩序研究专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卷首、张先生的一篇大作。

北京大学刘俊文教授主编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10卷,1993年由

中华书局出版。这套译丛挑选了20世纪代表日本中国史研究水平的部分论文,出

版后受到了中国学界的极大欢迎。除了第一卷《通论》收录的是宫崎市定的著作

《东洋的近世》以外,其他全部属于学术论文。针对第四卷收录有13人19篇论文的

《六朝隋唐》,张泽咸先生很快就在《书品》1993年第一期发表了书评(此文收载于氏

著《晋唐史论集》,中华书局,2008年)。张先生在文章中首先详细介绍了宫川尚志

《六朝时的村》、滨口重国《关于隋代乡官之废止》、砺波护《唐代县尉》三篇。张先生

对这三篇论文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上述有关村、乡官、县尉三文,都是涉及州

县以下行政制度及官制的重要课题。日本学者选题精细,论证深入,是这一学术领

域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通读十九篇论文,我深感诸位学者的行文各有特色,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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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或治学态度谨严,措词一字不苟;或高度自律,勇于修正自己的失误。”对照上述

三位先生的评价,我可以自信的说,在隋唐史学的领域,日本的学术研究确实作出

了非常可观的贡献。实际上,其他时代领域的研究也是如此。

《20世纪以来日本中国史学著作编年》是一部编年体的解题书目。同样采用编

年体例,南开大学出版社曾经出版过杨翼骧编《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先

秦至五代,1987年),这是我非常爱用的一部著作。

本书著者胡宝华教授是已故唐史专家胡如雷先生的次子,1954年生于上海。

“文革”期间的1969年北京中学毕业后去内蒙古包头的兵团工厂做工,经过10年的

磨练,“文革”结束后走进了大学。1985年陕西师大唐史研究所硕士毕业,1988年

12月赴日留学京都大学,在日本潜心于唐史研究的12年中,1996年提交了博士论

文《唐代监察制度研究》,并通过了由我担任论文审查委员会主查的答辩,获得博士

学位,2000年9月回到南开大学历史系执教。在由我作序、胡宝华著《百年の面

影———中国知識人の生きた二十世紀》(日本角川选书,2001年)一书中,最后的两

章记述了他前半生的经历。

最后还想提到的一点是,《20世纪以来日本中国史学著作编年》没有收录工具

书方面的成果,因此,这里想介绍一部2006年名古屋大学出版会出版的砺波护、岸

本美绪、杉山正明主编《中国历史研究入门》,希望它能得到中国史学界的关注与

参考。

2011年 师走(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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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 缘起

日本中国史学界的20世纪是一个精彩纷呈的世纪,日本学者在诸多领域取得

了重要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内藤史学(也称‘内藤假说’)”、“白鸟史学”、“津田史

观”、“六朝豪族共同体论”、“地域社会论”这些各具特色的历史研究成果,给日本史

学界注入了太多的刺激与活力,几代蜚声海内外史坛的学术名流脱颖而出。著名

的京都学派、东京学派就是在围绕其中一些理论观念与研究观点的争论中逐渐形

成的。双方学者在激烈认真的学术争论中,先后出版了一批质量上乘、影响颇深的

学术著作,将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推到了20世纪的巅峰时期。

今天,虽然20世纪已经从历史纪年上走过,但是上世纪的学术生命并没有因

此完结,一些著名的命题的学术影响依然存在,对新世纪的历史研究仍然具有重

要的参考和启发作用。正如张广达先生所说:“古往今来,很多假说或学说的寿命

难能长久。内藤的唐宋变革说则不然,作为中国近代史学论域中提出的最早的一

种假说,将近百年来,仍在服役,被人经常引用;作为富有宗旨的学说,他在今天依

然带动着学术研究。”①可见,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对过去一百年的学

术成果进行一些必要的梳理,承上启下是学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

环节。

最初萌发将上个世纪日本学者史学著作整理介绍给国内学人的想法,是我在

20世纪末留学归国后,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研究生讲授“20世纪日本的中国

史研究”课程中逐渐形成的。当时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国内史学界对日本中国

史研究成果缺乏整体的了解。199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刘俊文主编的《日本学

者中国史研究著作选译》10卷,为我们了解20世纪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打开了一

个重要的窗口。近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海外汉学的系列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① 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载于《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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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继推出日本名著译丛的计划,这些举措无疑为促进中日学术交流发挥了积极

地作用。但是,这些翻译的著作毕竟只是历史研究领域中的几部学术代表作,

它仍然难以让中国学者通观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全貌。特别是每年研究生在选

题和撰写学位论文时,对于许多作为研究史上应该参考和了解的国外重要成果

几乎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甚至在博士论文答辩会上,也常听到一些评委在不

甚了解国外研究动态的前提下即对某课题给予“补白之功”的赞许。类似这样

的研究,不仅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重复性劳动,而且也很难与国际学术接轨。

鉴于这样的考虑,我一直在想从目录学的角度,将上个世纪日本学者主要代表

著作的要目编辑成书,介绍给国内的同行。2008年在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砺波

护先生的大力关注下,我获得了一年访问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宝贵机会,

这部工具书的编纂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的。

以下,为了方便读者了解上个世纪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基本发展脉络及其学术

传承,笔者试对日本各主要大学与中国史学相关的课程设置、教授阵容做一粗略的

陈述。

二 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发展

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是随着明治时代日本大学东洋史学的设置与发展而繁荣起

来的。日本的东洋史学概念,最初主要是指日本史以外、以中国史为中心的东亚

史;其后逐渐扩大到塞外史、中亚史和中西交涉史乃至亚洲(日本史除外)的全部。

日本最早的国立大学是建立于明治十年(1877)的东京大学,1886改称帝国大学。

明治时期日本的世界史教育始终是以西洋史为中心展开的。明治二十七年(1894)

那珂通世首先提倡在中等教育课程中分别开设西洋史和东洋史。同年日本的中学

开始设置了中国历史,其中包括突厥、女真、蒙古等民族史方面的内容。那珂通世

在日本享有盛名的传世之作《中国通史》就是为中学历史课程而编写的。1897年东

京帝国大学汉文科设置了“中国历史”的选修科目,由那珂通世讲师和林泰辅副教

授担任。但是林泰辅的讲义内容受到了当时以藤田丰八为首的学生批判与排斥。

藤田等人认为林泰辅的学问陈旧,他们要求的任课教师不是讲汉学而是要通晓东

洋史学。① 当年,林泰辅辞职后,市村瓒次郎继任副教授。1904年,东京帝大文学部

设置了中国史学科,市村瓒次郎和白鸟库吉担任教授。1909年前后中国史学科改

① 岸本美绪编《“帝国”日本の学知》第三卷《东洋学的磁场》;第一章:日本的“东洋学”形成与构图(中见

立夫撰);第29页。岩波书店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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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东洋史学科,并开始实行二讲座制度。市村主讲中国各断代史,白鸟主讲蒙古

史和西域史。在他们执教东京帝大的二十余年间,不仅为东京帝大的东洋史学发

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且培养出一批著名学者。其中包括藤田丰八、中山久四

郎、箭内亘、池内宏、加藤繁、原田淑人、和田清、桑原 藏、羽田亨、桥本增吉、清水

泰次、石田幹之助等。此后,这批学者为日本各大学的东洋史教育与研究作出了重

要的贡献;在中国史、中亚史、边疆史、民族史及中西交通史的各个研究领域均产生

了重要的影响。

随着东京帝国大学一枝独秀的局面形成,日本政界也成为东京帝大毕业生施

展才华的重要舞台,当时日本政府的历届总理及其各重要部门的官僚绝大多数毕

业于东京帝大法学部,拜官主义在东京帝大广为流行。明治二十五年(1892),当时

的帝国议会议长谷川泰等32位议员提案,建议在关西地区再建立一所帝国大学。

他们认为东京帝国大学是当时日本唯一的帝国大学,创立以来因为没有竞争对手,

无论是教员还是学生都出现了固步自封、骄傲自大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大学学术的

发展,也影响了日本帝国大学的形象。为了激发学问创新和提高教育质量,有必要

在西京(京都)建立第二所帝国大学,形成一个能够与东京帝大匹敌的竞争对手。①

同年十月,在京都召开的关西地方教育家大会上,时任帝国博物馆馆长的九鬼隆一

(京都帝国大学条例起草者)指出:建立在京都的大学不仅不能逊色于欧洲诸大学,

还应该担负参与世界文化的责任,成为东洋学的主盟者。② 这个发言,实际上为未

来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学的位置及其发展方向奠定了基调。在长谷川泰等人提

案的五年后,明治三十年(1897),京都帝国大学应运而生。

京都帝大建立后,独立自由的学术研究是这所大学始终如一的办学方针。针

对东京帝大的文科设置,1906年京都帝大设置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中国学”,它包括

中国哲学、东洋史学、中国文学三个学科。特别在“东洋史学”领域设置了三讲座

制,从数量上看,比东京帝大增设了一个讲座,它表现出京都帝大从一开始就对东

洋史学的发展寄予了很高的期待。最初的东洋史学第一讲座由内藤湖南主持,讲

授中国历史文化;第二讲座桑原 藏主持,讲授东西交涉史等;第三讲座矢野仁一

和羽田亨共同承担,讲授朝鲜史、塞外史以及中西交涉史。在内藤湖南、桑原 藏、

羽田亨等教授开创的学术环境熏陶下,京都大学如同东京大学一样,先后培养出几

代著名学者。这些学者有宫琦市定、安部健夫、那波利贞、田村实造、爱宕松男、曾

①

②

潮本守一《京都帝国大学の挑戦》,第10—12页;讲谈社1997年。
参照砺波护、藤井让治编《京大東洋学の百年》前言,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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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部静雄、藤枝晃、宇都宫清吉、岛田虔次、佐伯富、川胜义雄、谷川道雄、河内良弘、

竺沙雅章、永田英正、吉川忠夫、梅原郁、砺波护、爱宕元、夫马进、杉山正明、富谷

至、岩井茂树、吉本道雅等。他们共同构建了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的繁荣与辉煌。

20世纪初,日本政府除去东京帝大和京都帝大之外,还陆续在北至北海道,南

至九州,建立了北海道帝国大学、东北帝国大学、名古屋帝国大学、大阪帝国大学、

九州帝国大学。东洋史学的发展随着七所帝国大学的设置逐渐在全国各地形成了

侧重不一的学术重镇。

东北帝国大学建立于1907年,东洋史学是1924年魏晋南北朝史专家冈崎文夫

(京都帝大毕业)担任当时法文学部史学第二讲座时开始的。1931年唐宋财政史、

法制史专家曾我部静雄(京都帝大毕业)就任东北大学东洋史学第四讲座教授;此

前,冈崎文夫与东北大学讲授中国文学的青木正儿(京都帝大毕业,日本学士院院

士)、讲授中国哲学的武内义雄(京都帝大毕业、日本学士院院士)一起建立了“东北

中国学会”,为东北大学的中国学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1949年,日本契丹史研

究重量级的专家爱宕松男(京都帝大毕业)就任东北大学。爱宕松男的博士论文

《契丹古代史研究》曾被京都大学田村实造教授称之为“在契丹史研究上建筑了一

座金字塔”。50年代以后,先后执教东北大学的还有佐藤圭四郎(京都帝国大学毕

业)、寺田隆信、安田二郎、熊本崇等教授。

九州帝国大学建立于1911年,东洋史学讲座的开设于1927年,首任教授是重

松俊章。重松1913年毕业于东京帝大,研究领域为西域史和中国古代民俗学。

1935年九州帝大东洋史迎来了又一位毕业于东京帝大的日野开三郎,日野研究重

点在于唐宋社会经济史方面,1980年《日野开三郎东洋史论集》20卷的出版,记录了

日野毕生的学术研究成果。此后在九大东洋史讲座先后执教的还有铃木俊(东京

帝大毕业)、中村治兵卫(东京帝大毕业)、江岛寿雄、越智重明、船木胜马、川本芳

昭、中岛乐章、舩田善等教授。

北海道帝国大学建立于1918年,1947年设置法文学部后,开始有了东洋史学

课程。首任教授是板野长八(东京帝大毕业),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思想史;其次

是藤井宏(东京帝大毕业),研究领域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当时还有讲授北亚史的

护雅夫(东京帝大毕业)。1949年,从事明代史研究的佐久间重男(东京帝大毕

业),赴任北海道大学教养学部。1950年,随着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的独立,东洋史

学讲座正式形成。1962年文学部史学科经历了再次整合,东洋史采用二讲座制。

第一讲座中国史;第二讲座塞外史。50年代末期以来,先后执教的有本田实信、池

田温、武田幸男、菊池英夫、滨岛敦俊、中井英基、菊池俊彦、津田芳郎、川合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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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聪等教授。

大阪帝国大学建立于1931年,东洋史学讲座的设置是在战败取消帝制后的

1949年5月,首任教授桑田六郎(东京帝大毕业),此前他是旧台北帝国大学的教

授,研究领域为东西交涉史和东南亚洲史。50年代期间在大阪大学执教的还有守

屋美都雄(东京帝大毕业),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史;山田信夫(东京帝大毕业),研

究领域为北亚史和中亚史;60年代以来,先后在大阪大学讲授东洋史学的还有杉本

宪司、潮田富贵藏、布目潮沨、间野英二、斯波义信、中村哲夫、本田治、谷口规矩雄、

森安孝夫、滨岛敦俊、片山刚、桃木至朗、荒川正晴等教授。

名古屋帝国大学建立于1939年,是日本建立的最后一所帝国大学。1948年该

大学设置文学部以后,宇都宮清吉(京都帝大毕业)为东洋史讲座的首任教授,其后

波多野善大(京都帝大毕业)、谷川道雄、森正夫、重松伸司等相继执教于名古屋大

学东洋史,形成了日本史学界的又一重镇。现在名古屋大学的中国史教授有江村

治树、井上进;东南亚史教授有加藤久美子、林谦一郎等。

此外,在日本的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还设有两个重要的学术机构,这就是著名

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29年日本外务省成立

了以研究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学术机构东方文化学院。下设东京研究所和京都研究

所。1938年4月东方文化学院改组,京都研究所独立为东方文化研究所,以后经过

发展整合形成了现在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京研究所则成为(新)东方文

化学院,后合并到1941年建立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这两个研究机构不仅

拥有一流的研究设备与文献资料,还拥有一流的学术研究人才。例如在东京大学

东洋文化研究所历代成员中有仁井田陞、江上波夫、关野雄、山本达郎、周藤吉之、

米泽嘉圃、镰田茂雄、西嶋定生、蜂屋邦夫、铃木敬、斯波义信、池田温、松丸道雄、田

仲一成、滨下武志、羽田正等。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历代成员中有安部键

夫、贝塚茂树、塚本善隆、森鹿三、薮内清、福永光司、藤枝晃、竹内实、山田庆儿、吉

田光邦、梅原郁、砺波护、吉川忠夫、狭间直树、森时彦、岩井茂树、高田时雄、富谷

至、金文京、曾布川宽、田中淡等。

这两个研究机构在日本中国史研究领域均做出了卓越的成就。特别是他们设

置的各类共同研究班,更值得中国学者关注与借鉴。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部自1949年以来,截止到2000年,先后设置过

100余个共同研究班。如薮内清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班(1949—1957);岩

村忍的“元典章”研究班(1950—1969);森鹿三的“居延汉简的研究”班(1951—

1956);贝塚茂树的“史记六国表的研究”班(1954—1956)和“两周金文编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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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1956—1960);岛田虔次的“嘉靖万历时代的研究”班(1968—1971)等。砺波护在

《京洛的学风》一书中,介绍了他从研究生阶段以来参加过京大人文研的八个共同

研究班,即塚本善隆的“弘明集研究”班(1960—1970);森鹿三的“魏晋南北朝地方制

度研究”班(1957—1964);宫崎市定的“雍正硃批谕旨研究”班(1949—1971);平岗武

夫的“白氏文集校订”班(1963—1973);田中谦二的“元曲研究”班(1961—1969);日

比野丈夫的“中国金石资料的研究”班(1968—1970),还有藤枝晃的“敦煌写本的会

读”(当时还不是正式的研究班,研究班的名字是“敦煌写本的研究”,1970—1975)

等。可以想象对于一位刚刚走进学术领域的年轻人来说,能够马上置身于这些著

名学者主持的各种研究班活动之中,对其学术素质的养成具有何等的重要意义。

日本的共同研究班是一种自由组成的课题研究班,一般设置五年左右,隔周活动一

次,其成员来自各个大学。研究班结束时将其研究成果结集出版,本书就收录有一

批这样的论文集。这种跨校级的共同研究方式,是一种促进学术交流、依靠集体的

智慧研读史料、拾遗补阙、拔高研究水平的有效方法。在完善研究者个人的知识结

构、提高科研素养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2009年11月5日,京都大学人

文科学研究所庆祝建所80周年,专门举行了题为“共同研究的可能性———人文研

80年的回顾与展望”的学术研讨会,很显然,共同研究的方式在京大人文研的历史

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

同样,东京大学的东洋文化研究所在战后50年代初整顿研究体制的同时,各个

研究领域也设置了名目不同的共同研究班。与中国史相关的有仁井田陞、周藤吉

之、西嶋定生、松本善海为中心的“中国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展开”;还有仁井田陞的

“中国的行会及家族”;植田捷雄的“东洋的近代化与国际关系”;江上波夫、山本达

郎的“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米泽嘉圃的“中国绘画的特质”等研究班。在“中国国

家结构与土地制度的历史展开”为课题的共同研究班,先后完成了松丸道雄、关野

雄的“殷周春秋战国的国家结构研究”;西嶋定生的“秦汉帝国国家结构、豪族大土

地所有制研究”;仁井田陞、山本达郎、松本善海、西嶋定生的“从曹魏屯田到均田制

崩溃的土地制度研究”;堀敏一、西川正夫的“唐宋国家制度研究”;周藤吉之、仁井

田陞、柳田节子的“宋代大土地所有制形成、庄园经营佃户及其农奴化研究”等项

目;60年代后,中国史研究班分为唐以前和宋以后两大研究班,其中有松丸道雄的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的综合研究”班;池田温的“东亚诸国律令制的比较史研究”班;

滨下武志的“十七世纪以来东亚公私文书的综合研究”班等。正是基于上述共同研

究活动的基础,东洋文化研究所先后推出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例如仁井田陞的

《中国的农村家族》,周藤吉之的《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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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田仲一成《中国祭祀演剧研究》等。①

综上所述,20世纪日本中国史研究随着七所帝国大学的建立得到了迅速地发

展,大批专业人才又将各自的学术传承带到了全国各地的大学,并因此形成了各地

规模不等的研究基地。如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お茶の水女子大学、筑波大学、中

央大学、东海大学、关西大学、大阪市立大学、龙谷大学、立命馆大学、京都女子大

学、广岛大学等高校都有重量级的学术领军人物与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问世,他们

在日本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地位与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

三 本书收录著作目录范围

本书总共收录了20世纪初期以来截止到2010年的1200余部有关中国上古时

期至清末的学术著作要目。在选择收录论著方面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一、

著作的学术影响;在确定所选书目之前,笔者阅读了大量发表在《东洋史研究》、《史

林》、《史学杂志》等学术刊物上的有关书评,并就有关选书征求了京都大学等高校

学者及师友的意见;二、出版机构的学术知名度,如京都大学出版会、东洋文库、东

京大学出版会、岩波书店、同朋舍、吉川弘文馆、汲古书院这些在学术界享有一定声

誉的出版单位;三、国内学者的研究需求,如中亚史方面的成果收录既是如此;四、

此前国内不太了解的研究领域成果(包括介绍日本学界最新动态);五、新课题方面

的研究成果等。

从内容上看,所选著作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1.古代历史分期及历史研究理论;2.古代律令及制度;3.古代社会经济史;4.古

代社会文化思想史(包括宗族史);5.古代科学技术史;6.敦煌学;7.中西交涉史;8.西

北边疆史(中亚史);9.蒙元史、满蒙史;10.古代宗教史;11.文物考古;12.古代音乐

服饰。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收录的论著中也有一些超脱以上范围者,这是因为受

到收录著作的体例所限,如在全集类、系列丛书著作中都有这样的问题。为了方便

读者能了解原著的全貌,在编排取舍上虽然做了一定的调整,但仍保留了其中的主

要章目。

从收录著作的类型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Ⅰ个人学术著作类:

佐藤长著《古代西藏史研究》、藤川正数著《魏晋时代丧服礼的研究》;

① 参照《东京大学百年史 部局史四》,1987年东京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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